严冬丈量记
周德华

    1949年冬，盛泽镇在外地读书的同学们回家度寒假，为增进友谊，加强集体活动，组织了旅外同学会，会址设在盛湖中学内，时盛湖中学已迁往斜桥济东会馆。同学们将会馆的戏台布置成阅览室，借学校订阅的两三份报纸作为时政学习材料，还将各人自有的文艺书刊拿来放在一起，互相借阅。大厅则作为文娱活动场所，排演《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短剧，练唱《南泥湾》、《我们是民主青年》等革命歌曲，偶而还扭扭秧歌，气氛甚为活跃。有时还上街宣传，演活报剧，张贴标语漫画……

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盛泽区人民政府召集全体旅外学生及青年教师开会。当时区政府在华阳街华阳会馆内，大厅权充礼堂，中央靠墙为一小讲坛，指导员登台演讲，陈情夏秋洪水台风灾害频繁，农田受涝，号召知识青年贡献力量义务下乡抗灾。与会者黑压压一片足有二三百人，寂静无声。接着，一位年近花甲穿人字呢短大衣的，半秃顶的水利技术人员给我们讲解圩堤丈量技术和绘图方法，并由另一名工作人员宣布分组名单。会议行将结束时，指导员为了表示区政府的谢忱，执意要留便饭，大家推辞不受。尽管区里的工作人员把守了天井口的落地长窗，会一结束，人群熙熙攘攘像决堤一样走得无影无踪。

下午，我去区公所领纸张和量具。顾名思义量具应当是尺的同义词，而其时发给的“量具”竟是一捆草绳，我只得将区政府发给的唯一的一把皮尺为基准，把刻度用墨汁画在草绳上。次日，正好是小年夜，镇上不少人家已经在蒸糰子准备过年了。清晨，我和一位姓韩的初中时代同班同学背起行囊，出南新街，过大溪桥，直奔圣塘乡乡政府报到。这天阴云密布，幸好没有雨雪。乡政府设在一个张姓地主的巨宅内，老远就看见矗立在田野里。乡长是位渡江干部，矮小瘦削，穿一件褪色的蓝布棉制服，神情严肃，见了我们才露出一丝笑容，接过我们的行李，安顿好住宿，就布置具体工作。午后，我们俩就进入角色干起测量工作。当时的堤岸年久失修，既低且窄，有些地方被河水冲刷得犬牙交错，险象环生。

翌日，天气转劣，寒风凛冽，不时雨雪交加，手指冻得红肿僵直，但丈量工作始终不辍。棉袍子湿透了，农民大嫂帮我们烤干，草绳上的刻度模糊了，也是她们用蓝布纱线重新绕上去。当时农民称我们为“先生”，这对刚跨入青年时代的我来说多少有点受宠若惊。

在乡下几天，太阳不露脸。我们天亮即出，天黑方归，晚上还得扒在煤油灯下绘图计算土方。一日三餐都与乡长共进，两稀一干，而小菜则毫无例外，顿顿是青菜，油少得有些涩味。偶逢道远，中午就在农民家搭伙，有啥吃啥，饭后笔据一纸，凭条到乡政府领人民币二千元。[注]
睡的地方是间不小的厢房，方砖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两人合盖一床薄被倒也不觉得冷，与我们同室而居的是两位税务干部，也是早出晚归。那时我们两个小青年还稚气未脱，临睡前总要推推搡搡，摔交打闹一番，可以说是“武斗”。而他们那一边，则照例要喋喋不休地争论一番，可以说是“文斗”。一位苏北口音的矮个子税务员说周恩来是苏北人。而另一个本地与绍兴口音参半的高个子税务员刚坚称周总理是绍兴人，调门越来越高，争得脸红脖子粗。夜复一夜，天天如此。

二十几年后，有次与盛泽房管所蒋超同志邂逅，触发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灵感，寒喧之后，冒昧相问，果然是当年的同室伙伴。老蒋告诉我，那时他们任务是下乡去征收屠宰税，至于另一位施姓干部已经作古了。这段轶事又使我想起解放初期的区乡干部是何等的艰苦卓绝，其时的供给制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就零用钱一项来说不过人民币三万元，只够买几包香烟。

大年三十，功德圆满，午餐时青菜面上多了几薄片猪肉，算是饯行，这在当年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奖励了。下午，乡长一直送我们到田瑾口。

雪后初霁，我们踏着泥泞小道彳亍而行，过目澜洲进入镇区，店铺都已打烊，路上行人寥落，有些临街房子里，已见人家红烛高烧正在祭祖过年了。

[注] 1955年3月人民币改制，新人民币与旧人民币的兑换率为1∶10000元。

